
131

文化趨同或是政經殊異？

文化趨同或是
政經殊異？
兩岸三地福利改革
的比較探析〔文獻述評〕
Cultural Convergence 
or Political-economic
Institutional Divergenc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Welfare Reforms in 
Greater China [Review Article]

施世駿 葉崇揚 古允文＊	
Shih-Jiunn Shi	 Chung-Yang Yeh	 Yuen-wen Ku

摘要

在東亞福利研究中，體制取向的文化論和發展型國家觀
點，隱涉著兩岸三地華人社會在文化和發展脈絡相近下，應呈
現類似的福利發展格局。本文企圖比較兩岸三地的福利改革經
驗，藉此說明文化論與發展型國家論的解釋局限，並說明政經
脈絡的殊異如何孕育出相異的福利制度風貌。從後社會主義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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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發展型國家的制度轉變，說明何以中國大陸逐步發展職業分
立、地區差異的社會安全制度；台灣成為兼具普惠與分立的混
合型福利體系；香港則是一如以往維持低度政府投入的殘補式
福利制度。這種政治經濟的歷史脈絡分析，除了點出文化論
與發展型國家論的問題之外，也提供一個比較福利制度的切入
點，並且納入中國大陸的特殊案例，加以豐富東亞福利研究的
視野。

關鍵詞

中國大陸、比較福利國家的政治經濟學、台灣、東亞福利體
制、香港

Abstract

In East Asian welfare studies, prevalent culturalist and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accounts pose the view that East Asia features a homogenous welfare 
landscape. One could infer that Mainland China, Taiwan, and Hong Kong 
should develop similar welfare institutions and reforms pattern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divergent developments of political-economic institutions in 
Greater China to illustrate how and why these countries step into diverse 
paths of modernization, and it explores the different configurations of 
welfare institutions. By charting the institutional changes of post-socialism, 
post-developmentalism, and post-colonialism, this study elucidates the 
mechanisms and reasons why social security systems in Mainland China 
gradually develop alongside occupational divide and regional inequality, while 
Taiwan is becoming a hybrid welfare system characterized by universalistic 
and occupational welfare policies, and Hong Kong still features a distinct 
residualist welfare system. Focusing on political-economic circumstances 
and social security institutions, the resulting historical analyses highligh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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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weaknesses of culturalism and developmentalism and offer a fresh 
perspective by including China, thus broadening the scope of comparative 
East Asian welfare studies.

Keywords

China, East Asian Welfare Regime, Hong Kong,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parative Welfare States, Taiwan

一　導論

在近代歷史的大部分時間中，兩岸三地之間雖然語言文
化相近，但是因為歷史因素而在現代化過程中，呈現政權迥異
且經濟發展不同的特殊關係，這些不同歷史經驗也刻現在各自
的福利制度發展中。中國大陸選擇社會主義途徑，希望藉由蘇
聯的城鎮工業化模式，加速趕上西方國家。經過三十年的政治
動蕩與經濟實驗失敗，於 1970年代晚期改弦易轍，逐步轉型
至市場經濟，並大幅轉變其福利制度。台灣則在國民政府遷台
後，藉由美援發展資本主義，完成數個階段的工業轉型帶動經
濟起飛；甚至因此邁向民主化的道路，引發福利擴張的動力。
香港則是經過長時間的殖民經驗，形成重商主義的發展環境；
加上英國殖民政府刻意不提供完善的福利制度，使得香港的福
利發展一直帶有濃厚的殘補色彩。即使後來回歸中國，除了一
些零星的措施之外，特區政府重經輕社的政策傾向並沒有太大
轉變。

這些制度與脈絡的歷史發展的差異，尤其是實施社會主
義的中國大陸完全迥異於採行資本主義的台港兩地，使得以往
的社會福利研究並沒有將這三個華人社會放在比較的視角內觀
察。一方面是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制度確實難與台港的福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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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義相提並論，另一方面也是前者以往的經社發展尚未到達
得以完善福利制度的程度，無從與後者的發展路徑對照。這個
考慮固然有根據，但是卻也使得東亞這三個福利改革案例缺少
理論對話的機會。這種缺憾尤其在 1990年代以後特別明顯，
由於兩岸三地的政治、經濟、社會與人口轉型，使得福利改革
成為這些地方的重要政治議題而深具研究價值。然而，在目前
東亞學界的討論中，三者卻常像是沒有交集的平行線，缺乏比
較理論與經驗研究的嘗試。如果能夠針對這三個案例在福利體
制改革進行比較分析，可以加深我們理解東亞福利體系如何回
應政治經濟情勢與社會結構轉變的制度，並且提供國際比較的
基礎。此處的挑戰在於福利制度分析中應該運用何種理論取向
與研究方法，才能適切解釋並歸類不同福利改革的發展路徑。

有鑑於此，本文首先整理回顧東亞福利國家改革的文獻關
懷，同時指出它們解釋力的局限；並且建議運用福利改革研究
中的比較政治經濟觀點來彌補研究缺口，再由此發展出研究兩
岸三地福利改革的解釋架構。在此基礎上，第二部分分析中國
大陸、台灣與香港自 1990年代以後的重要福利改革政治以及
政策結果，點出各地改革的政經邏輯。最後，我們嘗試於結論
時歸納分析結果，進一步思考這個分析對於兩岸三地比較福利
研究的意涵。

二　東亞福利國家理論的再反省

東亞福利國家研究主要是在 1990年代之後，因為其經濟
發展的特殊經驗以及 Esping-Andersen（1990）提出的「福利體
制」概念的影響，而逐漸蓬勃發展。早期東亞福利國家研究著
重探析是否存在「東亞福利國家體制」的獨特類型，但是偏重
以日本與亞洲四小龍（韓國、台灣、香港和新加坡）作為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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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案例，而排除屬於社會主義的中國大陸。另一方面，近幾
十年因中國崛起，中國大陸福利改革也開始受到重視。雖然兩
者時序上有所不同，但是綜觀其理論觀點的發展卻多有重疊之
處。

早期東亞福利體制研究指出東亞福利國家的社會支出相對
較低，且國家往往在福利供給中扮演管制者而非直接提供者的
角色，以及家庭作為重要的福利供給者等特色；接着從中尋找
不同的理論觀點以解釋東亞福利國家的特色，並藉以建構東亞
福利體制（Croissant, 2004; Goodman et al., 1998; Gough, 2004; 
Holliday, 2000; Jones, 1990; Kim, 2015; Tang, 2000）。首先，文化
觀點指出東亞福利國家受到儒家文化（Confucianism）的影響，
強調孝道在家庭文化中的重要性，因此將家庭作為福利供給的
核心，國家僅扮演補充性的角色（C. K. Chan, 2011; Croissant, 
2004; Jones, 1990; Rieger and Leibfried, 2003; Saraceno, 2016）。
此觀點將東亞福利國家稱為「儒家主義福利國家（Confucian 
welfare state）」，其特色為「保守組合主義卻無勞工參與、替代
性原則卻無教會、凝聚卻無平等、自由放任卻無自由主義」；
而家戶是福利供給的核心（ Jones, 1990）。此點也說明中國大
陸社會政策的殘補性質，對家庭與社區照顧功能的強調、缺乏
個人權利意識等因素，都使得國家沒有動機建立完善的福利體
系（Chan and Chow, 1992; Chang, 1993; Wong, 1998）。

其次，發展型國家觀點指出傳統東亞威權政體為了追趕西
方國家，國家必須將資源投注於促進經濟發展的領域，並透過
涓滴效應（ trickle-down effect）將經濟成長的果實平均分配。
此觀點將東亞福利國家體制視為「生產型」（productivist）或是
發展型（developmental），凸顯其社會政策從屬於經濟發展政
策與目標的特殊性（Choi, 2013; Holliday, 2000; Kim, 2015; Tang, 
2000）。同樣地，有些學者從經濟發展脈絡詮釋中國大陸的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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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體系（丁學良，2014）。如 Chen（1996）提出「經濟型國家」
（economic state）的概念，以說明中國大陸如何設計社會保障
的制度和重經濟輕社會的本質。

體制取向的文化觀點或是發展型國家觀點從不同角度切
入解釋東亞福利國家的低度發展，並藉以建構東亞福利國家體
制。然而卻面臨兩個根本性的問題。第一，體制取向的研究
側重模型建構，因此重點在於尋找東亞福利國家之間的相似性
而非差異性（Yeh, 2014）。第二，東亞福利體制研究大多從社
會支出多寡，強調東亞福利國家低度發展的特性，以及家庭和
社區在福利供給中的重要性。但是比較東亞福利國家的制度結
構，即可發現其差異。如年金體系，台灣與中國大陸則是以
社會保險體系為主；香港和新加坡則是個人帳戶制度為主。此
外，中國大陸發展社會安全體系的階段甚早，並提供慷慨的福
利給付；然而，這種優沃的待遇只限於佔全體人口小部分的城
鎮居民。這種制度帶有部分社會主義特性、部分殘補式福利
安排特性，完全不同於其他東亞福利國家（Dillon, 2015; Leung 
and Xu, 2015; Philion,1998; Kim, 2015; Ngok and Chan, 2016; 
White,1998）。

我們認為比較東亞福利國家時，不應只着眼於其相似性，
也應該注重其制度結構的差異。源於東亞福利國家的歷史發展
和制度安排之福利制度，不僅與西方福利國家歧異，其區域內
各個國家之間也存在明顯差異。雖然區域的多樣面貌給予學者
豐富的研究材料，但如何從多元的發展階段和發展路徑中找出
一個具有解釋力的理論架構，也對研究東亞福利的學者提出極
大的挑戰。考量到區域特性的複雜度，Ku and Jones（2007: pp. 
128）認為：「我們不該局限在尋找東亞福利體制的模型，而應
該更徹底去發掘理解東亞發展的理論架構。」就此而言，東亞
福利研究應該跳脫純然為福利發展的特徵貼標籤的階段（單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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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構體制），朝向闡述更多理論和實證標準，以捕捉此一區
域發展的多變本質，涵蓋多國不同發展階段的比較研究。

如上所述，東亞內部國家的發展程度迥異，因此難以將單
一概念套用至所有國家；而出於特殊的制度特性和歷史遺緒，
若想進一步討論崛起中的中國大陸將更加複雜。然而，我們相
信此種區域複雜性對於比較福利研究的學者而言，應該是挑戰
而非障礙。因此比較研究正應挖掘出一個概念架構，幫助我們
詳細描繪出各個案例之間的相似與歧異之處。解釋台灣、香港
和中國大陸福利體系改革與制度結構的差異時，必須將焦點放
在如何透過比較研究的個案選擇，控制（或排除）諸如文化、
生產主義等共同的特性作為解釋變項的可能；同時着重於分析
與梳理個案之間的差異性與獨特性，諸如歷史發展脈絡與政治
經濟結構，瞭解市場、國家及家庭在福利生產的過程中所扮演
的角色及互動關係，以瞭解不同個案之異同，並將其作為解釋
變項。

事實上，近來除了上述嘗試解釋東亞福利國家體制的取
向外，愈來愈多的研究也注重歷史與政治制度對於福利改革與
發展的導引。如許多研究試圖詮釋東亞國家過去的殖民經驗所
遺留的制度痕跡以及發展路徑差異。在這些背景下，歷史遺緒
與行動者的策略選擇互相作用所形成的特定福利制度演進也引
起廣泛的關注（Fleckenstein & Lee, 2017; Kim, 2015; Ku, 1997; 
Kwon, 1999; Leung and Xu, 2015; Tang, 1998, 2011, Ramesh, 
2004）。

此外，中國大陸的福利發展研究也開始深入探究福利發
展趨勢與其現代化脈絡下廣大社會背景的連結關係。如從政
權正當性的角度，說明近年的福利改革是中共政權因應日益嚴
重社會不平等的政策，主要基於維持社會穩定的考量（Frazier, 
2010; Leung and Xu, 2015; Shue, 2010; Whyte, 2010）。在這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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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下，社會保障被視為重要的維穩工具，可以減緩市場改革所
帶來的陣痛，因此中央政府的發展策略有改弦易轍的跡象，調
整漸進式的步調，轉而加重建立城鎮與農村新型社會保障制度
的力度。不過資源配置重城鎮輕農村的現象並沒有根本改善：
前者的社會保障制度仍然得到大部分的中央財源挹注，後者則
多是地方的財政責任；這點也顯現在城鎮社會保障制度中的財
富重分配效果依舊優於農村（Gao, 2010; Leung and Xu, 2015; Li 
and Guo, 2010; 鄭文換，2015）。文獻也關注中國大陸現今社
會政策從社會主義到福利多元主義（welfare pluralism）的轉折
過程，瞭解中國大陸將福利供給的責任下放，並轉移至其他社
會部門，如市場與家庭，但在社會主義體制強調均等主義的分
配機制弱化的同時，卻浮現出更多不平等的跡象（Lee, 2000; 
Wong, 1995, 1998; Wong and Flynn, 2001）。即使在傳統社會主
義制度下，福利供給的機制並沒有達到其所宣稱的人人平等，
反而社會政策製造了新的社會不平等：城鄉差距只是其中最顯
著的例子（Knight and Song, 1999; Selden and You, 1997）。傳統
社會主義的制度同樣影響着改革開放的路徑，不同的身分（幹
部、公務員等）往往影響個人所得福利津貼的高低。所以改革
開放後的福利改革仍有強烈的階層化效果。

就此而言，當代的三個華人社會（中國大陸、台灣及香
港）給予我們豐富的研究材料。雖然兩岸三地擁有相似的語言
文化背景，但在經濟成長、政治改革及福利供給上，邁向現代
化的步伐各不相同。台灣和香港為東亞發展型國家的範例，以
出口導向發展策略為主，卻在 1990年後的發展路徑上分道揚
鑣。台灣繼續維持出口導向的工業生產經濟模式，香港卻已經
逐漸蛻變為以金融服務為主的經濟體，並且在回歸中國後扮演
中介的角色，搭上中國經濟成長的列車。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
後搭上全球化浪潮，並從社會主義轉向市場經濟。在社會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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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兩岸三地在 1990年代皆推動一連串的改革措施，回應
社會與經濟變遷，如中國大陸的後社會主義轉型、台灣的後發
展型國家變遷，以及香港的後殖民主義轉型。從這股變遷趨勢
中，我們可以看到兩岸三地展現出極為不同的福利改革樣貌，
此種變遷的趨動力為何、新制度如何浮現，即是本文的核心。

三　兩岸三地社會福利改革——一個浮現中的觀點

不同於西方先進福利國家，後進福利國家在缺乏完整的社
會保障體系的前提下，福利改革的重要特徵即是同時歷經制度
建立（新計劃）與改革（舊計劃）的過程，1990年代之後的兩
岸三地福利改革反映此一特徵。這些福利制度的「常」與「變」
是多層面的制度重組，不僅是為了回應人口與社會經濟結構的
改變，同時也反映其政治體制的變遷。因此，本文認為在比較
兩岸三地的福利改革時，當儒家文化主義以及發展主義作為共
同因素而被控制的情況下，研究的焦點可着重於歷史發展脈絡
下的政治經濟結構與社會安全制度差異，作為分析與瞭解兩岸
三地福利改革的驅動力為何、新制度如何浮現等問題。

兩岸三地的福利改革歷史延續性是建立在不同的政治經濟
結構上。第一，社會政策體系的不同制度組合與整體政經結構
息息相關。中國大陸在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脈絡下，其生產體
系的制度核心以國有企業為主（Frazier, 2010; Huang, 2008）。
而在後社會主義經濟轉型過程中，中國大陸形成國家領導式
的資本主義，刻意扶持國有企業，培植集團式大企業（Huang, 
2008；丁學良，2014）。為了將國有企業轉變為具競爭力的現
代公司，福利改革為國有企業結構重組的重要部分。過去，
以職業分立的社會保險計劃構成社會主義福利的核心，至今
仍是政府將城鎮社會安全制度改成多柱模式中最受歡迎的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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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相較之下，中小企業是台灣經濟成長的驅動力（瞿宛文，
2017），面臨激烈的國際競爭時，對勞動成本的反應更加敏
感。台灣企業福利因此普遍呈現低度發展的狀況（Yeh, 2014； 
葉崇揚，2016）。最後，香港的經濟於 1990年代後便仰賴金
融服務而非工業產品，經濟成長端賴於國際貿易和金融業（呂
大樂，2015；張少強、崔志輝，2015）。為了吸引國際資本流
入，香港政府極力創造有利商業發展的環境，強調低稅率與低
管制（Goodstadt, 2014）。

其次，不同的政治經濟脈絡也形塑不同的勞資關係。轉
向市場經濟的過程中，中國大陸政府仍嚴格管控勞工，唯一的
合法勞工組織「中華全國總工會」是共產黨的外圍組織，在勞
資爭議中往往只為黨及地方政府服務。儘管在 2000年以後，
罷工活動頻傳，同時近來各地工資提升、中央政府也完成重
要勞動立法（如 1995年的勞動法、2007年的勞動合同法），
各級政府仍警惕任何危及共黨政權正當性的勞工行動（Lee, 
2007）。雖然民主化促使台灣勞工運動發展，但勞工動員對社
會政策影響依然有限。勞工動員的力量薄弱具有其歷史和政治
背景，在國民黨威權政府期間，勞工組織及運動受到嚴格監控
與限制（Ho, 2014）；此外，中小企業為主的生產體系，亦使得
勞工動員的基礎被分散化（Yeh, 2014）。因此民主化後，勞工
動員的制度基礎依然薄弱。香港的勞工運動也有類似的發展路
徑：在英國的殖民統治下，執政者對任何社會動亂十分敏感，
而在中國大陸接管香港之後，壓制勞動運動的政治傾向依舊存
在，使得工會在社會政策發展的影響力依然微弱。

第三，在不同政治經濟脈絡與結構下，形成不同的社會
保障制度結構。就社會保障的制度特色而言，兩岸三地展現出
有趣的對比。社會保險構成台灣社會安全的基石，此種制度設
計有利於早期國民黨威權政體控制，分配資源給予不同職業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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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出於相同的政治動機但不同的發展策略，中國大陸採取社
會保險為城鎮社會安全制度的核心福利，但是多局限於城鎮地
區（Dillon, 2015）。相反地，香港則將福利責任放在個人及其
家庭身上。長久以來，除了全面性的資產調查式社會救助計
劃、健康照護體系和教育政策之外，香港也致力於住宅政策，
以平衡居民購買房地產的財務負擔。

在不同的政治經濟與社會保障體系的結構脈絡之中，兩岸
三地發展出不同的福利改革型態。早期的台灣與香港同以經濟
追趕為主，降低國家在福利供給的角色，卻呈現不同的社會安
全體系：前者制度零散，只給予特定的職業團體優渥的福利待
遇；後者則因英國殖民政府的態度搖擺，呈現住宅、健康以及
教育政策為普及主義取向，但是所得安全則是具有殘補主義的
特性。1990年代之後，台灣與香港的政治經濟結構都進入新
局面，其社會政策體系也隨之改變。台灣的民主化與隨之而來
的選舉競爭，給予執政當局國民黨加速社會立法與擴大社會保
障的壓力，同時政黨競爭也促使國民黨與民進黨開始透過社會
政策作為爭取選票的政策工具，使得社會政策從 1990年代之
後大幅擴張（Aspalter, 2002; Lue, 2014; Wong, 2004）。1997年
香港回歸中國，加上東亞金融危機爆發，使香港同樣面臨政治
與經濟的不安定。在特區政府的意識形態引導下，其社會政策
體系逐漸邁向新自由主義模式，而造成大量失業以及貧富不均
問題（Goodstadt, 2014; Lee and Chan, 2007）。

另一方面，儘管過去曾經堅守社會主義教條，中國大陸
的社會安全體系卻有極為階層化的特質：服務於國有企業的
城鎮勞工得以取得全面性的福利給付（住房、年金、醫療、工
傷、生育保險），而農村地區的農民卻僅能獲得資產調查式的
殘補式福利方案（五保實物給付及農村合作醫療）。此種「城鎮
－農村」的分野是建立在戶籍制度基礎上（Cheng and Sel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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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Dillon, 2015；Leung and Xu, 2015；Young, 2013；鄭文
換，2015），而形成二分的社會公民權。因此，在促進後社會
主義的制度轉型中，中國的福利改革即是企圖解決國有企業逐
漸式微以及「城鎮－農村」的雙元公民權的結構性問題。包括
引進個人帳戶制（例如年金與健康保險計劃），以彌補國有企
業式微的角色；同時在 2003年胡、溫上台後，更以「和諧社
會」的理念積極推動各地摸索試點，實施「廣覆蓋、低水平、
多層次、可持續」的基礎保障，再因地制宜加上不同程度的補
充保障。2013年習、李掌權後，更提出深化改革的想法，社
會保障已然成為中國大陸推動全面發展與維持社會穩定策略中
的重要一環。

表一整理兩岸三地福利改革中政治經濟的重要元素。我
們試圖從歷史比較分析的視角，企圖從政治經濟與社會保障體
系的結構脈絡差異，比較分析兩岸三地福利改革的動態，尤其
着眼於從 1990年代至 2000年以來，由政治、經濟和社會轉型
趨動的新福利政治，如何植根於其政治經濟與社會保障體系結
構的差異，各自走上鮮明的制度變遷路徑。

四、兩岸三地的社會福利改革動態

1990年代標示着兩岸三地福利改革的分水嶺，各自在該
時間點前後都進入結構巨變與制度改革的階段，分別步入後社
會主義、後發展型國家、後殖民的發展，從而改變各自的福利
制度與福利政治動態。以下精要分析各自推動的重要福利改革
以及制度變遷。

1　中國大陸福利改革

中國大陸為一黨專政的威權國家，中共運用現代國家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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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自行製表。

表 1　兩岸三地福利改革的政治經濟脈絡

背景 經濟體主力 勞資關係 核心社會
安全制度 趨動力 福利改革

中國大陸 後社會主義 國有企業 國家掌控 社會保險
國 有 企 業 改
革、新興私營
企業興起

從社會主義到多
柱取向、保基礎
及廣覆蓋的保障
制度

台灣 後發展型國家 中小企業 多元零散 社會保險
民主化、政黨
競爭、公民團
體推動

國家引導福利擴
張、兼具普惠及
階層式保障制度

香港 後殖民發展 金融服務 零散低度
勞工力量 社會救助 貧富不均、公

民團體推動
資產調查的基礎
福利、去管制

技術深入到基層農村，以書記代表黨並執行黨的意志與決策。
在城鎮部分，藉由國有化收編所有商業行號，並以國有企業單
位制度控制整體城市的政治、經濟、社會面向。事實上，藉
由嚴格的戶籍制度切割出的城鄉二元體制，便是當代社會主義
中國建立起的特殊社會管理體制：作為一個掌握人民戶籍資料
以及人口普查的基本制度，戶口也成為社會資源分配的主要根
據。打從出生開始，大陸人民的戶口就牢牢跟着他們一輩子，
決定每個人一生可獲得的社會保障、醫療照顧、教育資源，幾
乎涵蓋生老病死歷程中所有的社會生活面向，也牢牢控制住整
個中國的人口流動（Dixon, 1981）。

1.1　社會主義時期的福利制度

社會主義時期的福利政策屬於國家整體發展藍圖的一環。
當時所服膺的發展目標為農業集體化與城鎮工業國有化，除了
消滅私有財產權外，主要以農業輔助工業來達成工業化的目
標。在毛時代，國家透過城鎮單位制、戶籍制度以及農村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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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社，行使高度集權化的社會控制。為了維持社會主義以農養
工的體系，重工業資源完全集中於城鎮，並讓城鎮居民享有優
越的福利待遇，農村只是都市工業發展的後勤補給基地（薛爾
頓，1991）。為了避免失衡的城鄉發展策略成為農村人口大量
遷移都市的誘因，並且確保都市工業能攫取農村的資源，遂在
戶籍制度上區隔農村農民與城市居民的身分。起源於 1958年
的「戶口登記條例」，主要目的為建立全國統一的人口居住資
料與流動登記，將全國人口區分為「農業戶口」與「非農業戶
口」。「非農業戶口」便是城鎮戶口，在計劃經濟時代可以獲得
國家分配的工作，到城鎮的國有企業單位上班，並享受國家計
劃分配的資源，例如住房分配、商品糧的供應以及社會保險範
圍（養老、醫療、工傷、生育，以及國有企業改革後才出現的
失業保險）（Wong, 1998）。藉戶籍制度的嚴格區分，並且限制
農民遷徙至城鎮的自由，這些社會保險是專屬城鎮居民才享有
的福利待遇，由國家透過國有企業單位負擔財政支出。相對
上，「農業戶口」除有農村的人民公社分配的土地以耕種餬口
外，只有合作醫療，以及針對貧窮農民的微薄實物救助。農民
必須依賴農村集體分配的土地，或是自己的家庭提供微薄的福
利保障。在社會主義時期，農村集體保障項目只有合作醫療、
社會救助性質的五保，以及村集體提供的敬老院設施。戶籍是
「世襲」制：除了一些例外情形（高考入學、從軍等等）以外，
父母為農民的農村子弟絕無可能轉為城鎮的非農業戶口身分。

中國早期實行的戶籍制度是城鄉分割的二元社會制度，阻
礙了勞動力、技術、資本等生產要素的合理流動，不利於農工
業的現代化改造，使城市化和經濟增長陷入一種低水準的惡性
循環。城鎮的國有企業單位的鐵飯碗，使得職工的工作誘因降
低，企業經營也低迷，毫無效率，成為低工資、低生產、低消
費的城鎮經濟。農村經濟更因人民公社的發展，農民被綁住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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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農業的桎梏中，同樣缺乏任何提高農業生產的激勵性；加上
戶口制度的束縛，農民只能困守於農村一隅，完全無法發展農
業經濟，提高自己生活水平。經過文化大革命的動盪後，城鎮
與農村經濟已然到了必須改弦易轍才能轉變的階段。

1.2　改革開放後的福利改革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宣示改革開放路線後，實行包產
到戶的農業經濟快速發展，農業改革取得重大成就，替其後的
城市改革奠下基礎。自此之後，中央政府開始放權讓利，並
導入市場化機制，引導國有企業朝向自我管理生產與銷售，形
成市場與計劃經濟「雙軌制」。同時逐步改革單位福利制，引
進市場機制與個人責任，將國有企業福利保障逐步轉型為社會
化的保障體系。改革打破「大鍋飯」式單位福利制度，並遣散
眾多冗員「下崗」（Leung and Xu, 2015; Lü and Perry, 1997; Lee, 
2000）。1986年中國政府明確提出要逐步建立和健全適應新形
勢需要的社會保障制度。而城鎮的福利改革環繞於社會保險的
制度改革：社會保險方面，國家不再負擔財務責任，改由企業
及職工個人共同負擔；將相關福利待遇大幅縮水，減輕企業負
擔；發佈《國營企業職工待業保險暫行規定》，以協助失業勞
工渡過難關。

1990年代前後，城鎮的社會保險大致已經從社會主義制
度轉型至適應市場經濟的社會保障制度，卻也引起城鎮失業、
老年貧窮等問題。加上醫療改革的市場化傾向，使醫療成本
大幅上升，就醫成為許多居民心中之痛。1990年代晚期開始
轉向於積極性的社會保障建設，希望藉此平息一般民眾的相對
剝奪感，並換取對政府的支持（Frazier, 2010）。2002年胡溫上
台，大幅建立各方面的社會保障制度：如針對城鎮職工及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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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兩種基本養老保險及基本醫療保險、城鎮與農村的最低生活
保障制度等。2011年 7月 1日起《社會保險法》開始實施，標
示中國大陸社會保障法制化的里程碑。1

農村方面，1980年代農村制度改革大幅帶動農業生產
力，加上鄉鎮企業興起帶動農村工業的發展，吸納農村剩餘勞
動力，也拉抬農民收入增加（Huang, 2008）。但是在人民公社
解體後，原有的合作醫療體系崩解，只剩下上述的五保實物救
濟及一些村集體的福利措施。農村地區的社會保障幾乎呈現真
空狀態，農民只能倚靠農地耕種與家庭扶持。中國的農村持續
衰落，產生所謂的「三農問題」。鄉村農業、工業的增速減緩
和效益低下，城鄉居民收入和消費水準差距進一步拉大，城鄉
經濟的「二元結構」已成為制約農村現代化的瓶頸。

有鑑於此，從 2004至 2015年的連續 12年當中，中共中
央第一號文件都以「三農問題」作為主題，展現對此議題的重
視。2003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胡錦濤指出：「統籌城鄉經
濟社會發展，就是要充分發揮城市對農村的帶動作用和農村
對城市的促進作用，實現城鄉一體化。」在此思維下，農村社
會政策有長足的進展：從 2006年起，中央和地方財政大幅度
提高補助標準，全國農村在 2008年普及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
度。同時國務院也要各地逐步建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新型農

1 《社會保險法》共 12章 98條，範圍涵蓋所有的社會保險項目：基本養
老保險、基本醫療保險、工傷保險、失業保險、生育保險；同時也對社
會保險費徵收、基金的經辦與監督管理進行規範。在保險費支付方面，
企業用人單位為繳費主體，同時增加地方政府的財政補貼責任，個人繳
費責任相對減輕。員工得到工傷、生育、失業待遇的條件明顯較以前寬
鬆，而用人單位未按時繳納社會保險費將會受到懲處。個人與用人單位
發生社會保險爭議時，個人獲得協助的管道比以前顯著增多；《社會保險
法》在更大程度上保證參保對象待遇的獲得權及其監督權、知情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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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社會養老保險、農村最低生活保障等新制度都在這個時期建
立，中央政府也取消農村義務教育學費以及相關的農業稅費，
減輕農民的財稅負擔。儘管相較於城鎮，農村社會政策的條件
仍舊差上一截，但是中央與地方政府在 2000年之後的財政投
入，一定程度已經改善農村社會保障的困境（鄭文換，2015）。

隨着經濟與社會結構的轉變，原本嚴格的城鄉戶籍區分
也逐漸鬆動。1984年農村人民公社解體後，農業人口更開始
朝向非農業就業部門流動，帶給管理的公安部門改革戶籍制
度的壓力，所以在 1985年 9月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居民身
分證條例》，才首次在全國範圍內建立起以個人為單位的人口
登記與管理制度，也首度發行個人的身分證件。2這些轉變卻
也帶來新的問題，因為在戶籍制度鬆動卻未解除的情形下，農
民工形成特殊的身分群體，夾在城鎮與農村戶口之間徘徊，在
城鎮工作與生活，卻無法被納入城鎮的戶口，形成制度性剝削
（黃德北，2006；施世駿，2009；Young, 2013）。這個問題到
1990年代之後愈形嚴重，尤其是農村的鄉鎮企業逐漸私有化
或破產，其吸納農村剩餘勞動力的功能大幅滑落，使得大量農
民轉向沿海城鎮地區尋求工作機會。加上 1990年代外資進入
中國，着眼這些廉價勞動力而投資建立工廠；受益的地方政府
除了招商引資之外，也開始面臨勞動力流動所出現的外來人口
管理問題，以及這些外來人口成為該地次等公民的問題（施世
駿，2009）。

有鑑於此，中央政府近年來開始提出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合

2 因此陸續在 1984年頒訂《關於農民進入集鎮落戶問題的通知》以及 1985
年的《關於城鎮暫住人口的暫行規定》。由於這些暫時性的規定都依附於
戶籍制度，是屬於以家戶為單位的管理架構，無法真正達到管理人口流
動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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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維，希望透過戶籍制度改革、社會保障制度銜接、公共服務
均等化的策略，改善城鎮地區接納外來人口的吸納力。除了強
化勞動保護（例如 1995年的勞動法與 2007年的勞動合同法）
之外，也開始提到社會保障的政策（Gallagher, 2005）。但是針
對農民工的社會保障，中央政府還沒有具體的政策方針，也沒
有統一的政策架構。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
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提出，要認真解決農民工社會保障問
題。隨即在國務院 2006年的《關於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
見》（國發 [2006]5號），要求各地應該重視這樣社會問題，並
提出具體政策。就此而言，農民工的社會保障成為社會管理的
重要工具。直到 2000年以後，中央政府才逐漸摸索出獨立的
農民工社會保險項目；也就是在城鎮職工社會保險體系之外、
結合農民工流動性強和收入水平低等特點，建立在費率水平、
基金運行方式、待遇支付水平和方式等，與城鎮職工社會保險
政策相對獨立的社會保險項目。目前各個地方政府的作法差異
甚大，許多地方開始直接將農民工納入城鎮職工基本社會保險
制度，規定他們參加養老、醫療、失業、工傷、生育保險；其
中的制度架構、參保險種、待遇標準等制度規定基本一致，因
地區不同略有差別。

綜上而言，中國大陸的社會保障制度變革經歷社會主義
（1949-1978）及市場經濟改革（1978年迄今），可以觀察到社
會保障城鄉二元化、福利撤退、以及福利再度擴張的現象，隨
着政經政策方向的巨大變動而有相對應的根本制度改革。正
因這樣的變遷背景，我們無法斷言不同時期的改變方向都很一
致，反而是展現出中共政權由上而下主導的政策機動調整、
因地制宜、逐步建立起較完備的社會保障制度（Besharov and 
Baehler, 2013）。自 2002年迄今，已經確定福利擴張並建立起
基礎保障的方向，未來將納入更多的邊緣社會人口群體，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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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朝向加強社會服務提供的方向前進。主要依循的發展原則
是「廣覆蓋、低水平、可持續、多層次」，希望在各地自己發
展程度、各級財政補助的基礎上，逐步提供各地人民基本的社
會保障，並可依各地自身的財政實力進一步建立補充性的保障
制度。中央政府倡導的「包容性增長」，說明領導人已經體認
到經濟成長必須建立在更多的社會保障上，讓更多人能夠享受
到經濟富裕的果實（貢森、蘇楊，2010；Besharov and Baehler, 
2013；Hsu, 2015）。尤其在第五代領導人習李上台後，提出
「深化改革」與以人為本的「城鎮化」思維，並且在 2013年的
中共十八大三中全會公佈《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
重大問題的決定》，展現繼續社會政策改革的決心；2013年的
十八大四中全會則強調法制化與法治的方向，可以預期未來施
政將對於社會保障制度的整合與銜接、公共服務的增量提供，
以及社會組織參與的管理等方向都會產生根本的影響。

2.　香港福利改革

香港的福利改革體系是架構在其殖民政治經濟體系的結
構上。1997年之前，港英政府不願意負擔社會政策體系的財
務負擔，其社會政策是架構在促進生產主義的基礎上，透過住
宅、教育與健康政策促進經濟發展，所得安全政策則是架構在
殘補主義上。1997年之後，受制於以服務業為主的經濟結構
以及《基本法》對財政預算的限制，香港社會政策體系逐漸往
新自由主義傾斜。進而使得其貧富不均成為香港福利改革中的
主要議題。

2.1　英國殖民體系下的福利體系

香港從 1842年到 1997年之間為英國殖民地，而其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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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發展深受此一歷史遺緒的影響（C. K. Chan, 2011; Tang, 
2011）。戰後 1946-1966年期間，香港的社會政策發展的主要
特點在於福利供給的主要供給者是非政府組織。此種國家角色
缺乏的特色主要因為戰後香港政府沒有太多財政資源能用於福
利政策，加上英國殖民政府不願意引進英國的福利國家制度，
以避免對英國政府造成財政上的負擔（C. K. Chan, 2011;  Chow, 
1998）。

雖然英國對殖民地的社會政策發展的態度一向採取相對保
守的態度，香港的公共住宅政策卻是一個例外。背後原因除了
戰後大量的移民移入之外，更重要的是工業化與經濟發展的考
量。3公共住宅政策不僅是為了進行土地的管理，同時也作為
工業發展的基礎和協助恢復公共秩序與衛生環境；其中的低租
金政策被視作是對勞動階級的薪資補貼，不僅可以抑制薪資上
漲，亦可促進勞動力的再生產（Tang, 2000）。除了公共住宅政
策，福利供給都是建立在國家作為補充性角色的基礎上。

在 1966-1967年的動亂之後，為了解決殖民政府的合法
性問題，社會政策成為主要政策工具之一（C. K. Chan, 2011; 
Tang, 2000, 2011）。英國工黨一執政，就指出未來香港社會政
策的四個主要核心是教育、公共住宅、醫療和健康照護、社會
服務（Tang, 2011）。首先，港府在 1971年引進國民基礎教育
制度，並於 1978年擴展成九年國民教育。其次，在 1976年引
進「居者有其屋計劃」（Home Ownership Scheme），由香港房
屋委員會興建公營房屋，並以低價售予低收入戶公民。第三，
香港在戰後即建立近普及式的健康照護體系，而 1970年代更
進一步擴展公立醫院，使醫療服務更為普及化。最後，引進社

3 香港的人口從 1945年的 60萬，躍升到 1951年的 23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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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安全政策。在 1971年時實施公共救助體系的綜合社會保障
援助計劃；1973年引進公共福利金體系，主要提供均一給付
的津貼給予高齡年長者以及身心障礙者。1970年代之後，綜
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和公共福利金體系便成為香港社會安全體
系的基礎。此段時期可算是香港社會政策擴張的主要時期，國
家在福利供給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然而此時期並不長，因為在
1979年後，受到英國保守黨政府重新取得政權，英國殖民政
府開始採取相對保守的財經政策，再加上對香港的殖民僅餘不
足二十年，因此開始限縮社會政策的擴張 (Tang, 2011)。

在 1980年代，英國殖民政府對香港社會政策發展的態度
採取漸進主義的方式。特別是在 1984年英國與中國對香港未
來地位發表共同宣言之後，殖民政府明確表示不想走向西方的
福利國家模式，對社會政策的原則是逐漸改善其福利服務品
質。因此，這段時期延續之前的政策，並且逐漸降低政府在福
利供給的財務責任。4

1970年代後期開始，香港已有是否應該實施社會保險制
度、或公積金制度的討論，不過並無明顯進展 (Fu, 2008)。5

在 1980和 1990年代，隨着人口老化逐漸嚴重，爭論越來越激
烈，也有不同的方案提出。6據此，香港政府提出「強制公積

4 譬如，1992年時引進「自置居所貸款計劃」，即是希望能夠減少國家在
公共住宅政策中所承擔龐大財務負擔；或是 1991年時引進「直接資助計
劃」，希望能夠透過直接資助學校的方式促進私立學校的發展。

5 在社會保障綠皮書中即已建議「人壽傷病保險」的社會保險體系，但是由
於勞僱雙方都反對此一方案。勞工認為此一繳費式的年金體系的所得替
代率過低，並不足以支撐退休後的生活支出；僱主則認為此一繳費式的
年金計劃窒礙難行（顏文雄，2007）。

6 其中包括由逾百個勞工團體於 1992年時成立「爭取全民退休保障聯席會
議」，並鼓吹「全民退休社會保險計劃」；以及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所推出的
「中央公積金」計劃（顏文雄，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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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計劃，不僅是為了回應社會大眾的需求，也是因為 1984
年中英兩國發表共同宣言、1989年中國發佈香港特別行政區
基本法之後，港英政府不希望過度涉及複雜的年金監理與轉移
問題和財務問題（顏文雄，2007）。此外，同時受到香港社會
保障學會所提出的社會保險年金計劃的影響，政府在 1994年
提出了老年退休金計劃。7不過，1995年在企業以及中國的
反對下，老年退休金計劃遭到否決，同年確定提撥制度的強
制公積金在立法局通過，隨即於 2000年實施（Fu, 2008; Tang, 
2011）。因此，香港社會安全體系與中國大陸及台灣有明顯差
異。

香港社會政策中一貫的「小政府、大市場」原則，反映在
「強制公積金」與殘補式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等制度中。此
一制度選擇主要建立在兩個考量上。首先，避免社會保險體系
直接影響國家財政能力。對英國政府而言，這是一個安全的
策略性安排，着眼於香港在 1997年之後即將變為中國的特別
行政區；對中國而言，公積金並不會造成中國政府的財政負擔
（Ngan, 2006）。其次，政府希望維持傳統儒家主義對家庭的重
視（C. K. Chan, 2011）。這一時期的香港社會政策發展是建立
在漸進主義的態度上，希望將福利供給的責任逐漸轉移給私部
門。

2.2　1997年回歸後——邁向新自由主義的福利體系

1984年的英國與中國共同宣言是建立在一國兩制的原
則上，因此香港在社會政策發展上享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

7 老年退休金計劃是一繳費式的社會保險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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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的基本法進一步確認此原則（C. K. Chan, 2011; Chow, 
1998）。然而，香港社會政策的發展在 1997年回歸中國之後，
即逐漸從漸進主義的模式轉向以新自由主義為主（Goodstadt, 
2014）。在 1990年代，香港的經濟結構已轉向以服務業為主，
逐漸變成中國主要的金融中心。在此一經濟結構性的轉變下，
香港面臨的不平等問題逐漸嚴重，例如結構性貧窮、低經濟成
長（呂大樂，2015；張少強、崔志輝，2015）。1997年亞洲金
融危機，造成的失業問題亦凸顯香港社會安全體系不足的問
題。面對金融危機的衝擊，香港政府開始限縮社會支出和社會
救助的資格，也就是逐漸朝向新自由主義的模式（Goodstadt, 
2014; R. K. H. Chan and Chan, 2013）——從董建華特首的政策
中可以發現此一轉向。雖然他上任之後承諾建立一個照顧社會
（caring society），特別着重在教育、住宅政策和老人福利提供
相對優渥的福利，同時要求公民負起相對的責任，希望藉此改
善生活品質和穩定社會。此種政治承諾背後的主要原因亦是為
了獲取執政的合法性（Tang , 2011）。但面臨經濟危機時，董
建華很快放棄這些政治承諾（Lee, 2005）。而第二任特首曾蔭
權認為貧窮問題已經控制，而少着重於社會問題，僅在 2008
年時設立「兒童投資基金」。簡單地說，回歸中國之後，在企
業與行政菁英主導之下，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深深地鑲嵌於
香港的社會政策發展中。

受殖民經驗影響，香港社會政策發展的背後邏輯與原動力
迥異於社會主義的中國大陸以及發展主義的台灣。雖然 1960
年代末期，英國殖民政府一度嘗試漸進地擴張國家在福利供給
的角色，但是總體而言，在香港社會政策發展中，國家在福利
供給的角色一直都是殘補式的。且回歸之後，社會政策發展背
後的新自由主義邏輯更為清楚明顯，如強制公積金的設立。特
別是面臨經濟危機時，國家僅扮演殘補式的角色，而從屬於自



154

施世駿　葉崇揚　古允文

由經濟發展優先的邏輯。在此一歷史發展脈絡中，香港社會政
策發展所呈現出來的表徵即是新自由主義式的殘補主義。

3.　台灣福利改革

台灣在以中小企業為出口導向的經濟結構與民主政治制
度中，呈現了不同於中國大陸與香港的發展路徑與福利改革模
式。台灣戰後社會保障體系的發展是根植於國共內戰的背景脈
絡。戰後，國民黨政府一開始將台灣視作軍事動員的一部分
（Ho, 2014）。為了強化此軍事動員體制，國民黨政府在戰後旋
即接收日本殖民政府遺留的國營企業。此一軍事動員策略形成
台灣戰後經濟體制雙重結構，內需導向國營與黨營企業和大型
民營企業主要是由外省人和從屬於國民黨政權的本土經濟菁英
所掌握，本省台灣人則是集中在外貿導向的中小企業，以避免
資本過度集中化而威脅國民黨政權。此一沿着族群分化所形成
的經濟體制的雙重結構深刻影響戰後台灣，甚至民主化之後的
社會政策發展（葉崇揚、陳盈方，2013）。

3.1　國民黨威權體制下的福利體系

1949年時國民黨撤退來台之後，隨即韓戰（1950-1953）
爆發，美國改變其在東亞的區域戰略，開始強化對東亞國家的
經濟與軍事資助和干預（Haggard, 1990）。因而從 1950年代開
始，國民黨威權體制藉由美援進行進口替代的發展策略。因
此，對國民黨體制而言，最重要的是維持核心支持者（大多為
軍公教人員和國營與黨營企業勞工）的忠誠，同時支持國民黨
體制的進口替代發展策略。因此，國民黨政府在 1950年代，
就分別開辦勞工保險和軍公教人員的社會保險體制。一方面，
為了留住核心支持者，這些社會保險體系是以包裹式給付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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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林國明； 2003；傅立葉，1993）8；但是涵蓋範圍相當有
限，特別是勞工保險，主要提供給國營與黨營企業、從屬於國
民黨的大型民營企業。另一方面，社會保險體系以及相對穩定
的薪資有助創造國內消費，以維持進口替代發展策略（Wibbels 
and Ahlquist, 2011）。

然而，如此卻造成沿着經濟結構與福利體制的族群分化：
統治階級的外省人不僅佔據國家機器、國營與黨營企業，國家
福利體制也提供相對優渥的福利給付以維持他們的忠誠度；另
一方面，台灣本省人多處在外貿導向的中小企業，因此往往會
被排除於社會保險體系之外，以降低生產成本促進出口競爭
力。

1960年代美援終止，台灣的發展策略從原先的進口替代
工業化轉變為外貿導向工業化，以便宜的勞動力作為勞力密集
產業的競爭優勢，因此國家必須提供財稅優惠，壓抑生產成本
（Haggard, 1990）。為了維持經濟持續性發展以作為政權的合
法性來源之一，經濟發展主義深深鑲嵌於其政治社會制度，社
會制度發展的基本前提是不妨礙台灣經濟發展（李易駿、古允
文，2003）。從 1960年代到 1980年代中期，台灣的社會保障
與福利服務體系並沒有明顯擴張，而是呈現漸進主義和對政治
與經濟危機的零碎回應，例如勞工保險逐漸擴張其涵蓋範圍，
在 1980年代中期，其涵蓋率依然低於 40%（Yeh, 2014）。又如
1980年通過的福利三法（老人福利法、殘障福利法與社會救助
法），即是為了回應當時政治的危機（中美斷交與高雄事件）。
如同其他東亞福利國家，台灣在民主化之前社會政策發展的核
心表徵即是社會政策從屬於經濟發展。

8 包裹式給付體系，係指在同一社會保險體系中，包含不同的保險給付類
別，如老年給付、傷病給付和生育給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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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民主化後——制度遺緒下的機會之窗

民主化後，國民黨政府開始利用社會政策作為解決政治社
會危機的合法性工具；同時在政黨競爭的政治結構中，社會政
策亦成為爭取政治支持與選票的主要政策工具（Wong, 2004； 
葉崇揚、陳盈方，2013）。因此民主化後台灣福利體系呈現持
續性擴張的現象。但是，戰後因為台灣特殊的政治經濟結構
體系所造成的族群分化問題，依舊刻畫着民主化之後的社會
政策發展。雖然國民黨政府在 1970年代中後期開始嘗試納入
本土菁英於黨體系中，但是外省 /本省的族群分化並沒有被
消弭（Ho, 2014）。因此，民進黨在民主化後即積極地拉攏農
民，因為他們是傳統被排除於國民黨統治機器之外的本省台灣
人。1988年初，民進黨旋即決議支持高雄縣長辦理農民健康
保險，並呼籲其他縣市長跟進。同年 520農民示威請願活動，
提出農民健康保險的要求。同年六月隨即通過「農民健康保險
條例」（Wong, 2004；林萬億，2000）。

此種策略於 1990年代更趨明顯：1992年立委選舉，台南
縣的民進黨立委候選人蘇煥智提出老農津貼的議題，指出本省
農民與外省退伍榮民之間老年經濟不平等，以爭取台灣本省農
民政治支持（Lin, 2005；林萬億，2000）。此一策略是建立在
兩個制度基礎條件上：第一，本省 /外省族群分化的政治經濟
結構體系創造制度變革的機會之窗，蘇煥智以及民進黨藉此爭
取本省農民的政治支持。其次，複數選區制使得候選人傾向提
出針對特定族群的政策以爭取選票。因此，在農業為主的台南
縣選區，透過老農年金的政策，候選人可以爭取到農民的政治
支持以獲得選舉勝利（葉崇揚、陳盈方，2013）。而蘇煥智在
台南縣的勝利，也使得民進黨於各主要選舉中紛紛提出老年津
貼的競選口號，以爭取政治支持與選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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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民進黨透過族群分化議題所帶來的政治競爭，國民黨
開始強調社會政策以爭取政治支持和維持執政合法性（Wong, 
2004）。1990年代開始，國民黨政府開辦全民健康保險、中低
收入戶老人生活津貼和老農津貼等社會保障政策，同時也開始
研擬一個普及式的國民年金體系。在亞洲金融危機和網路泡沫
化的衝擊下，國民黨政府也注重失業保障體系與積極勞動市場
政策以解決失業問題（Lue, 2014）。

然而，民主化並不意味着普及式福利體系的制度化。受
到台灣政治經濟結構和發展主義制度遺緒的影響，非繳費式的
津貼體系的擴張以及全民健康保險體系的制度化，並沒有為台
灣帶來普及式年金體系，反而呈現國家主導的職業分立制度
（Yeh, 2014）。一方面，民主制度下的政黨競爭促使國家必須
提供社會福利以維持政治支持穩定，例如老農津貼給付水準隨
着數次選舉逐漸提高、或是勞工保險老年給付年金化所造成的
費率嚴重失衡（高給付 /低保費）。另一方面，台灣的經濟結構
並不利於國家將社會政策的成本外部化給企業負擔，中小企業
不願意也無力負擔沉重的社會政策成本。因此在 1990年代後
期，國民年金規劃的業務就移交給當時經濟建設委員會，體現
出「社會政策從屬於經濟發展」的意識形態，也成為國家不願
意將國民年金擴大為一普及式年金體系的重要表徵。9這也造
成在 2008年開辦的國民年金體系僅涵蓋非就業人口的因素，
而形成職業分立的年金體系。

台灣福利體系的歷史發展與改革深受其作為後進發展工業
國家的政治經濟結構遺緒的影響。因為作為一個後進發展工業
國家，台灣需要將資源集中於促進勞動力商品化與經濟發展的

9 經濟建設委員會已與研考會合併為國家發展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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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但是不同於中國大陸與香港，在以往國民黨威權體制的
影響下，族群分化成為台灣福利體系中的重要結構性遺緒。台
灣在 1980年中後期民主化之後，民主驅動了台灣福利改革，
但是福利改革的方向並非一律朝向普惠式福利政策，而是深受
其族群分化和中小企業企業結構的結構性遺緒影響。

五、結論

兩岸三地近數十年的福利改革，已經逐步改變各自的福
利體系。同時，這也使得東亞社會政策研究必須提出新的解釋
觀點以了解與分析兩岸三地福利改革的差異性與相似性。在台
灣與中國大陸，不同的政治動力導致了明顯的福利擴張，強化
國家在福利提供所扮演的角色。香港的福利制度變化不若兩岸
那般明顯，卻也在有限範圍內提供基本社會安全保障。在東亞
地區，兩岸三地屬於華人社會文化的群組，卻由於歷史機遇的
偶然，各自走上截然不同的現代化道路，也激發出相異的社會
安全制度與福利改革風貌。基本上，兩岸三地的福利改革的比
較分析，本身即是希望透過比較分析控制特定的變項，如儒家
文化和發展型國家脈絡，分析者能夠着眼於其他的可能解釋變
項。就如過去嘗試着建立東亞福利體制的文化觀點以及發展型
國家觀點，主要是尋找東亞福利國家之間的相似性，因此都難
以適切說明兩岸三地當前的福利制度改變的差異性。這並不是
說儒家文化或者是發展型脈絡的影響並不重要，事實上，1990
年代之前，建立在儒家文化的家庭主義和發展型脈絡中的發展
主義意識形態，乃形塑着兩岸三地的福利意識形態以及制度邏
輯。但是，在全球化、民主化以及後工業化等結構轉型脈絡過
程中，兩岸三地在政治經濟、社會人口轉型呈現不同的制度轉
型和制度邏輯，過去強調制度相似性的體制取向已難以解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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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變化；回答社會政策是否還是附屬於經濟發展的產物；或是
由於公民權意識出現、國家政策轉變而帶動福利發展的問題。

事實上，此一問題也不僅適用兩岸三地的福利改革經驗，
亦適用於日本、南韓、東南亞國家。東亞和東南亞各國在面臨
多重結構轉型的過程中，國家開始建立新制度，同時也改革既
有制度。因此，可以說東亞福利國家已然邁入新階段，需要新
的概念化嘗試以及經驗資料佐證。本文對於兩岸三地福利改革
的分析，不僅只是兩岸三地的比較分析，也希望藉此提出新的
概念，對東亞福利國家研究作一反思。

因此，本文嘗試脫離過去文化與發展型國家的觀點，說明
社會政策和經濟發展兩者之間的互補（complementary）關係，
在不同的政治經濟制度結構的歷史脈絡中開展出相應的社會政
策體制。台灣的社會政策發展是建立在族群分化的保守威權體
制、中小企業為主的經濟結構基礎上，使保守主義式的社會保
險體系制度化。但是，此一族群分化的政治經濟結構遺緒深深
影響民主化的台灣社會保障體系，進而鞏固其國家主義式但是
分立的社會保險體系。中國大陸的福利改革則是在國企改革的
主調中進行，逐步將城鎮職工社會保險轉型為企業與職工共同
承擔的保險形式；並在近年推動居民社會保險，將城鄉社會安
全制度結合為基礎保障，再輔之以其他補充性保障制度。這些
改革已幾乎將全民都納入特定的社會保險或社會救助體系中，
但是相關給付水準與保障程度仍舊具有強烈的職業群體及地區
之間差異。相較之下，受到殖民經驗以及自由市場經濟結構的
影響，國家在福利供給中往往僅是扮演輔助者的角色，因而香
港福利體系保持着鮮明的自由主義殘補式福利特性。這一情況
僅在 1970年之後有所改變，港英政府嘗試以漸進主義的方式
強化國家在社會保障體系的角色。但是，在 1984年之後，受
到英國保守政權的影響，港英政府即踏上新自由主義路徑，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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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福利體系逐漸邁向新自由主義。儘管在 1990年代中期，
為因應金融危機出現的失業與貧困問題，政府有一些福利擴張
的政策，卻相當有限。而此也惡化香港的貧富差距問題，在缺
乏足夠的社會保障載體承擔責任時，貧富不均是其未來發展的
隱憂。

以上對於兩岸三地的社會政策發展分析，除了說明文化趨
同論的局限之外，恰恰也呈現出以往解釋東亞發展型國家的不
足之處。尤其在這三個案例逐步進入各自的轉型期後，福利制
度的變革差異更為凸顯，明顯受到政治制度、市場經濟改革、
社會政策改革理念轉變影響，從而走上截然不同的制度變遷路
徑。此處可以看到原本應有相同文化底蘊的三個華人社會，
如何在不同的歷史階段經歷政經社的作用力，而衍生出逐漸歧
異的社會政策體制。從這個政經殊異的歷史脈絡分析出發，
可以進一步探討許多有意義的研究問題：面臨着相似的內在挑
戰（例如人口老化）以及外在挑戰（例如全球化與區域經濟整
合），這些既定的福利制度未來應該如何調適與改革呢？從以
上的分析幾乎可以推論在不同的政經社條件下，這三個華人社
會勢將走向更為歧異的改革路徑；這歧異既可提供豐富的理論
類型推論機會，更蘊藏着透過更多經由實證資料驗證制度演變
路徑差異的題材，這些將是未來兩岸三地乃至於東亞社會政策
的研究可以繼續深化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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